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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籍留日学生与湖南近代教育发展 

张祚崑 朱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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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湘籍留日学生作为湖南近代史上一个特殊政学群体，为发展湖南的近代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建

设近代的新式学堂到传播先进的教育思想，从开辟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道路到促进湖南的社会启蒙等，湘籍留日学

生都是中坚或重要力量，建构了湖南近代教育发展的雏形，为全国近代教育的兴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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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留学事业的勃兴，是中国近代教育变革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一直处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

的阶段，亟须新知识的输入和新秩序的建立。而留学事业的兴起至少在新式人才的培养和社会新思维的养成方面，为上述两个

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必备的基础和准备。湘籍留日学生作为湖南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政学群体，为近代湖南社会、教育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就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目前学术界已有所关注，只是仍有待深入。本文即以探讨湘籍留日学生与湖南近代教育

发展关系问题为切入点，进一步对湘籍留日学生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进行深人讨论，并尝试对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路径展开

反思与总结。 

一、清末湖南留日风潮的兴起 

中国学生正式出国留学的历程始于 19世纪 70年代初，即 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而后，由于当时洋务派发

展近代海军和陆军的需要，1875 年，清政府再次派出赴欧军事留学生。纵观这两次官派留学生的情况，可看出这两批遣欧美留

洋的学生，其质量参差不齐，虽然出现了詹天佑、邓世昌等著名人物，但其中大多数归国后，即淹史迹。究其原因，最为关键

的则在于这两次留洋的初衷：只为挽救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使留学生所学至为功利且浅薄;且所学内容多涉及实际的技术和军事

战法等实用的方面，缺少文化义理等方面知识的涉猎。这就使此两次留学难以影响甚至改变国内的教育体制和环境。 

当然，外部事件的刺激往往会使事物发生某种质变。1895 年日本战胜清政府，夺得了甲午中日战争的胜利。这样的结果，

使当时的中国有识之士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们广泛认为，日本之所以会在短短三十年内完成自强事业，即因为其虚心学习西

方科学文化所致。如戴季陶、蒋百里所著《日本人日本论》一书中曾言：“……(日本)更把这个力量来做基础，迎着欧力东侵

的时代趋向，接受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文明，造成现代的势力。”[1](p28)虽然这些看法似乎有些表面，但亦证明了日本“自强运动”

的成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促导下，当时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这种学习的成功正是得益于明治后日本政府所制定的

留学政策。 

正如张之洞所言：“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稷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

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旨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
[2](pl79-180)

换言之，在其看来，如果当时中国可以如日本一样，积极向西方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直接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理念，即可

使中国摆脱忧患局面。而且在张看来，这种直接学习的方式亦可达到“速成西学”的目的，所谓“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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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2](P179-180)，即指此意。 

因此，师法日本、留学救国，便成了当时国内一些先进人士的必然选择。加之中日间路程、语言再到风俗方面的相近，遂

使当时国内对于去日本留学颇为独钟。如胡汉民在回忆录中言：“是时留日学生约二万余人，以其地去中国近，文字易通，以

同为亚洲民族，而倒幕后维新变法，遂臻富强，则多慕之。”[3](p18)张之洞所著《劝学篇》中，对此表述得更为具体:“至游学之

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

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2](P1179-180)总之，

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近代中国学生留日的大幕就此拉开。 

而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湖南省，亦再次翘立于此次留学日本的风潮之上。张朋园曾评价说:“湖南

敢为当时中国之先，是历史的选择，亦是当时湖南人心中那份家国情怀所致的。”[4]从 1840 年开始，近代湖南省先后涌现了魏

源这样的经世派思想家，左宗棠、曾国藩、刘坤一这样的洋务派干臣，更有毛泽东这样的伟人诞生于此。除此之外，在中国近

代，多起重大历史事件中亦有众多的湖南人参与，并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特别是在 1895年后，中华民族陷人空前危机的情况下，谭嗣同、唐才常等先后积极倡导变法，其中不少人对日本如何实现

国家的强盛问题十分关注，如谭嗣同即曾撰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对此问题的看法。其中颇为显著的看法，便是提出了应大力鼓动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其“速强之法”。此种论调，促成了湖南思想先进人士积极赴日学习的心理，成为其能够在后来多赴

日本留学的主要原因，更对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湖南此时所涌现出的留日学生，更是在很多方

面改变了未来中国的教育面貌，成为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事业的急先锋。 

关于湘籍学生赴日留学的时间，可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后。1897 年至 1898 年，《湘学报》和《湘报》开始刊载关于日本的社

会和教育方面的文章[5]，如《湘学报》第 21册载江标的《日本华族女校规则文》，第 28册起刊载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湘报》

第 118 号至 123 号刊载姚锡光的《东瀛学校举概》等，都为湖南籍学生留学日本做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和舆论准备。其一，非官

方派遣留日学生的开始。因 1898年 6月戊戌政变的发生，从长沙时务学堂选派的 70名学生未能如期赴日。 

直到 1899 年，范源濂、秦力山等 11 人才启程留学日本，正式开启了近代湖南学生留学日本的历史帷幕。而地方上如湘潭

袁树勋等 4 人筹款，派遣师范生 4 人赴日留学；陶思曾夫人郑家佩自费出国赴日，此举亦开启了湖南女性留学的滥觞。其二，

官方派遣留学时间。1902年湖南巡抚派遣俞浩庆、龙纪官等 12人赴日留学，为期 6个月，主要学习速成师范科。这开创了湖南

官费留日的开始。1905年，端方派遣 20名女留学生赴日，亦使官费女学生留日成为官方的常态留学政策。 

关于湘籍学生赴日留学的数量。《湖南同乡留学日本提名》和《湖南同乡留学日本提名补录》[6](p35)中显示，自 1899年到 1903

年，湖南籍留日学生数量从 11 人增加至 106 人，仅官费生即达到 32 人，到 1906 年，这一数量已经达到了 99 人。而《中国人

留学日本史》[7](p566)和《湖南教育史》[8](P259)两部书中显示，到 1906 年，湘籍留日学生数量已增加至 589 人。根据《清末各省官

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9](p375)湖南留日学生自 1907年至 1911年，官费学生共毕业 162人，自费学生共毕业 97人。自 1899年至

1911年，除去目前相关统计缺失的情况，保守估计当时的湖南留日学生数量应在 2000人左右。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当时留学

日本的湖南学生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当然，这样一个庞大的精英群体，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亦注定有重要和深远的贡献。 

二、湘籍留日学生对湖南近代教育的贡献 

教育为国家发展之本，关系其发展的各个层面。所以，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对改造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精神十分重视，

湘籍留日学生也不例外。从其群体学成回湘后的表现来看，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概括:其一，传播新式教育思想及促进新

式教育改革;其二，在湘参与创办各类新式学校，以培养新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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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新式教育思想及促进新式教育改革 

传播新式教育思想及促进新式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建构教育理论、编写教科书和推动制定实施有效的教育政策三个侧面。 

1.建构新式教育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建构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基础即在于传播西方及日本的先进教育思想，倡导国民

教育。众所周知，中国当时的教育理念是在旧的儒学系统中逐步形成的。由于儒学系统中不分科、重意念的特点，客观上阻碍

了近代中国的科学及工艺技术的发展。因此，传播国外先进科学理念及教育思想，推动普遍近似于完整形态的国民教育，就显

得十分重要。1902 年，杨毓麟、黄兴、梁焕彝等创办《游学译编》杂志，“专以输人文明，增益民智为本”[6](P46)，积极传播西

方的先进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教导民众应破除目前的旧思维，跟随世界先进潮流，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该杂志一经刊发，

便受到社会的广为关注，黄兴等倡议将其扩大为“湖南编译社”，并陆续组织编译了《美国教育制度》和《教育学》两部西方

教育书籍，一度成为当时研究西方教育的指导性书籍，对推动湖南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大影响。 

胡元谈等提倡国民教育理念，组织编写了《日本普通学科教授细目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从分科教学论的角度，对日本的近

代教育体系进行论述。总之，在这一时期，教学分科论、新教育学、实验法等西方教育思想陆续传人湖南，有力地推动了湖南

新式教育的发展，影响了一大批三湘学子投身救国救亡的历史使命中，为后续湖南一系列革命风潮和社会变革的发生奠定了坚

实的思想基础。 

2.编写新式教科书。教科书作为教学最基本工具和素材，其编写的质量和思想内容对教学目标的实现有着直接的影响。前

文提到的“湖南编译社”编写了《史学原论》《国家学》等书籍，作为新式学堂的课用教材；同时，“湖南编译社”还在这一时

期开始试验编写相关理工科目的书籍作为教材，较为典型的如《中等物理教科书》和《中等化学教科书》等书籍;湖南高等实业

学堂的何炳麟编著的《几何图学教科书》，在当时长沙的各中等和高等学校中广泛使用，此书后被称为“湖南制图学教学的开山

祖”[10](P72)。 

这些教科书虽然在内容方面较为粗浅，在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上也存在明显结构错位，但作为首开湖南新式教科书编写而

言，其作用和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对于当时较为封闭落后的湖南教育环境来说，这些教科书样式新颖，内容排版清晰，

在湖南地方社会收到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同时也为之后的新式教科书编写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促进湖南义务教育政策的制定。教育政策本身是为某种教育形式提供必需的载体和物力或智力资源先导性力量。留日学

生因受到日本近代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影响，深知正确的教育政策对推动新式教育的必要性。因此，在推动湖南新式教育的过程

中，十分注意教育政策的制订，以期达到促进教育改革的目的，在这个时期，留日学生主要在湖南倡导实行义务教育，以期建

设湖南新式教育的实施基础。 

1903年，参与第一批赴日学生团体的俞诘庆等就上书湖南巡抚俞廉三，希望可以在湖南实行全民性质的“义务教育”，称：

“不知教育者无立国之道，不知国民教育者无所以立国之道，不知强迫教育者无实行国民教育之道。”[5]蔡锷亦在此时提出：“要

救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普及现代教育。”“如果我国同胞都具有现代文明素养，懂得爱国，知道怎样爱国，知道怎样维护

和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以监督政府，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的事情也就好办了，不愁不富强了。”[11](p30〉在留日学生的积极奔走

和倡导之下，湖南巡抚俞廉三于 1903 年发文称:“自六岁至十四岁，谓之学龄，有不人学者罚其父母，谓之强制教育。”“苟

非多建初等小学，则升选无资，根基不立，欲教育之普及，其道无由。”
[12]

这是湖南第一个明确的推动义务教育的政策，同时

也因此而开全国风气之先，给当时艰难起步的湖南新式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发展空间，对提高当时湖南人的教育程度和民众

识字率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参与创办各类新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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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学校是实践新式教育思想的必要载体，从整个湖南新式教育的实施效果来看，此为湘籍留日学生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如范源濂、黄兴和胡元谈等于 1903年创办明德学堂，这是湖南第一所传播西方先进教育思想，按照新教育形式创办的私立学堂，

并陆续培养出陈果夫、蒋廷黻等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著名人物，为此，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曾说：“今观宣劳党国之同志，出于

明德者甚众。”[8](p20)此后，湖南省各类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长沙、衡阳等地。若按其主要类别划分，这些留日学生

主要参与创办了以下几类新式学校。 

1.创办新式中、小学校。在湖南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是新式教育建立的基础。近代湖南中学堂的设

立过程较为顺利，从 1905年由当时的湖南巡抚端方设立西路、中路和南路 3所中学堂开始，至宣统年间，共设立中学堂 47所。

但这一数量并不能满足当时近 200 万湖南青少年的教育需求。所以，在这期间较为著名并主要肩负起新式教育重任的中学堂则

为私立学堂，主办这些私立学堂的主要人物大多数为留日学生，如黄兴、张继和胡元谈等于 1903年创办的明德学堂，其主要师

资力量也为留日学生；同年，胡元谈等再办正经学堂，其教学中提倡用中西兼容的方式进行授课;再如，禹之漠等于 1904 年创

办惟一学堂等。 

这些中学堂的创办有效弥补了清政府设立新式学堂数量的不足，同时，这些学堂所设置的课程和采用的教学方法等都几乎

参照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为当时的湖南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如任弼时、周小舟和金岳霖等，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

深远。小学堂的创办起于 1905年，至 1906年，湖南地区共设立官办小学堂 83所。但同样存在需求远大于供给的现象，因此，

留日学生所创办的私立小学堂再一次发挥作用。1904年，胡元谈、龙漳等创立经正学堂，设小学堂两班；1906年，陈润霖等创

设楚怡学堂，专办小学教育等。虽然较之中学堂的设立数量和办学质量，小学堂在这两个方面的确不能与之相比，但由于这些

留日学生热心推动小学堂的设立，对引领后来社会关注小学堂建设的热潮，有着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 

2.建立职业类教育学堂。湖南近代的职业教育初为官办，早在陈宝箴时期，其就在计划设立附属于农工局和工务局的职业

学校各一所，但由于戊戌变法失败，只能暂时搁置。至 1905年，端方有感于之前的农工艺学堂设施简陋，且管理混乱，因此，

他在此基础上设立艺徒学堂，后经商议，将其升为中学堂级别。至 1910年，已开办金工和图绘科目，招收学员 160人，初具规

模。连同之前设立的农务学堂和实业学堂，此时湖南的职业教育已经基本成型。 

但随着新政规模的不断扩大，官办职业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因此，留日学生朱剑凡、龙漳、谭延闾、徐特立

等人开始创办职业教育的历程。朱剑凡等在创立周南女校后，在其校内设立缝纫班和烹饪班，以培养社会实用人才。龙漳、谭

延闾等参与设立工业与商业学堂，计划招收学生 160人，其办学等级均为中学堂级别。1926 年，两所学堂并人湖南大学。而徐特

立等人则创办了长沙第一所平民学校，帮助穷苦学生学习基本文化知识，并开设手工业等职业教育科目，倡导手脑并用的实用

主义精神。 

3.参与建设师范学校。师范教育是发展近代教育的重中之重，关系到各类学校的师资力量的充实和各级教育目标能否实现

等关键问题。留日学生中，有相当部分东渡日本后学习师范教育，因此回到湖南后，大力倡导建立师范教育，除参与湖南师范

馆（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建设外，亦大力参与西、中、南三路师范学堂师资建设等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留日学生的杨

昌济，在发展湖南师范教育思想方面做出较为特殊的贡献。杨昌济主张在教育学生时应注重其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倡导以启发

式教学为主要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其独立人格。其思想对湖南师范教育发展影响较为深远，在其教导下，

毛泽东、蔡和森等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影响湖南乃至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时代先驱。 

三、湘籍留日学生对湖南近代教育的影响 

综合看来，湘籍留日学生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湖南近代教育带来了积极影响:其一，促进了开放型教育在湖南的发展;其二，

为湖南近代教育开辟了近代化的道路;其三，推动了湖南社会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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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促进开放型教育在湖南的发展。近代教育的本质在于开放型教育的开展，用启发式教育代替传统的灌输式教育，以培

养学生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湘籍留日学生作为从当时封闭的中国宗族社会分化出的群体，其内在意义就在于冲破传统教育和礼

教的束缚，力图使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改造积弊重重的传统教育。在面对甲午中日战争战败这一惨痛的事实时，就更容易

以强烈的变革意识去改变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变革意识和责任意识促使其利用留日学习的机会，对

日本的近代教育体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归国后积极在湖南传播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式，在创办新式学堂时大力引进先进的

教学理念和科学精神，在思想和行动上推动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成为湖南近代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 

二是为湖南近代教育开辟近代化道路。湘籍留日学生对西方和日本的强盛之道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其强盛的原因在于

科学和理性精神已经深入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机理，甚至成为个人的生活指南，而这一切能够在西方和日本成为唯一的发展意识，

根本就在于近代化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因此，当他们回到湖南后，大力筹办各类新式学堂，以培养适合时代发展的新式人才;创

新教育思想，提倡中西并举的教育模式，以“民主治校”“科学治校”为主要办学模式，注重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力图使

学生可以德智体全面发展。同时，这些留日学生回湘后，为了更广泛地传播西方先进思想，促进全民关注新式教育的热潮，大

量翻译西方和日本的书籍，兴办报刊，力图使新式教育思想能够深入民心，借此促动更大规模赴日和赴欧美的留学浪潮，以此

壮大新式人才的队伍，力图快速改造社会和国家，使中国摆脱被列强欺辱的现状。在其影响和努力下，新式教育逐渐成为当时

湖南教育的主流，湖南近代教育的现代化由此为始。 

三是推动湖南社会的启蒙。社会启蒙作为人类近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判断社会发展是否进人成熟和发达阶段的重要

标志。近代湖南一直是传统思想与新思想交锋的地区，而在救国救亡思潮涌动下，湖南也适时做出表率，成为中国社会启蒙的

先行省份，湘籍留日学生便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他们认为，若是想推动社会启蒙，必先使教育成为启蒙的主要方式，留日学生

蔡锷的军国民教育思想便是教育先行的范例，即以培养和提高国民的国家信仰和公民精神，来造就合格和健全的国民性。除此

之外，妇女的解放也是社会启蒙的重要层面。 

湘籍留日学生的参与对湖南的妇女解放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前文提到湖南派遣留日学生中，就有女性留日学生参与，

她们回湘后，大力提倡新女性主义，要求解放女性，使妇女能同男性获得同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范源濂于 1904年回到湖南，

倡议送女性去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并得到当时湖南官方的同意和支持，这一做法直接促进了湖南女性的留学日本热潮，至 1911

年，有 13名留日女学生毕业，并成为湖南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如唐群英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同时，这场启蒙也较深地影响

了湖南社会的其他方面，至 1911 年，湖南各县已设有师范学堂，使新式思想得以更深人传播;一大批影响中国的革命人物和先

驱出现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成为领导中国走向独立与复兴的中坚力量。 

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局限性。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首先，

留日学生大多关注政治、法律、教育和军事等方面，忽视了其他科目学习，如经济和工业等。这直接导致了湖南近代学校教育

中大多缺少经济学科的设置，如财经、商业等。特别是职业教育的筹办问题上，多直接与当时的湖南地方当局合作办理，这就

容易受到封建旧势力的阻挠和破坏，造成其办学效果并不佳。 

其次，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中途参与国内的政治运动而中断了学业，并没有完满学习近代日本的先进教育思想并用于湖南的

近代教育，这就造成了一些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较混乱，影响了新式人才培养的效果。最后，湖南留日学生群体复杂，一些学

生到日本后，虚度光阴，学无所成，但回国后充任各种新式教育机构的实际主持人，给当时的新式教育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并长期游离于实际之外，并没有起到改造社会和国家现实的作用。 

四、结语 

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已经进人衰落时期，正如时人张幼仪所说:“大家都认为这

项悠久的考试制度太陈腐了，因此前些年就把它废除了。从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学子都以公费（甚至私费）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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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欧洲或美国，学习西方国家的典章制度。日本所以也被当做西方国家，是因为它在 19、20世纪之交打败了俄国。”[13]（p48）

不难看出当时中国传统教育已被社会主要阶级所厌弃，特别是对商人阶层或主张维新、革命的人群来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势

在必行的。 

而学习外国的先进教育制度，即开设新式学堂、厘定新的学制和教育政策是挽救中国教育甚至是民族危亡的最佳方式，出

国留学必是题中应有之义，如宋教仁曾言：“清末留学之潮流，为我中国历史之大势，现学临邦（指日本）之长技，究其三十

年富强之术，是我民族此日之责任。”［14］（p26）这句话中，既提到了留学之长处，亦讲出了留学日本的意义。当然，作为湘籍留

日学生中的一员，宋教仁之语亦表现出了大多数湘籍留日学生的拳拳爱国之情，即完成振兴民族、挽救民族、开化民族的历史

任务。 

湘籍留日学生作为当时湖南首开风气的群体，其对湖南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历史局限性和所带来

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湘籍留日学生在救国救亡的感召下，毅然前往日本寻求救国真理，同时还要受到当时国内旧势力

的责难，但依然完成了建构湖南近代教育雏形的历史任务，其所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为人先的勇气是令人钦佩和称赞的。

我们可以这样说，湘籍留日学生是湖南近代教育的先驱力量，其贡献远大于其历史局限性，正是由于他们不屈的开拓和反抗精

神，才使湖南近代教育逐渐成为全国近代教育发展的缩影，为健全整个湖南近代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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